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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一百年来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的得失，其症结在于：没有认清楚导致商周之际

制度文化变革的主体是谁，误将殷遗民的作为与周人的作为相混淆，从而得出周承殷制变化不大的结论。

本文从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理念出发，提出鉴别西周墓葬和青铜器资料的族属的标准，通过将殷

遗民遗存与周人遗存的对比研究，认为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所以需要重新审视王

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其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观点包含有真理

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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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hang and Zhou 
cultur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re issue lies in the failure to clearly identify the main agents behi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Shang-Zhou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actions of the Yin (Shang) remnants have often been confused with those of the Zhou people, leading to 
the mistaken conclusion that the Zhou merely inherited the Shang system with minimal changes. Starting 
from the Zhou people's rejection of the use of day names and clan em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he ethnic affiliations of Western Zhou tombs and bronze artifact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mains left by the Yin remnants and those by the Zhou, the paper argues that a profound socio-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did take place during the Shang-Zhou transitional period.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to re-evaluate Wang Guowei’s seminal article, O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particularly his 
assertion that “there was no greater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than that between the Yin 
and Zhou,” which is a truthful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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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幕：王国维与《殷周制度论》

一百年来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是从王国维先生

开始的，其标志就是《殷周制度论》[1]。郭沫若先生

赞誉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学家

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臬”[2]。特别是其首句“中国

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震耳发聩。写

《殷周制度论》的时候，王国维先生也就是四十岁。

从 1899 年甲骨文发现到 1917 年，也才十几年，试想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世上能有多少甲骨文材料，那

时候能接触到的甲骨文又有多少，能认识甲骨文的

学者就更少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就认为是假的，

不能相信。郭沫若先生后来也写过《卜辞通纂》，

也是先从字词进行考释，尚未有王国维先生的视野。

在很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在材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王国维先生能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确实是天才。关

于商周历史的研究，在中国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多少才华横溢的学者，为其穷尽一生的智慧和精

力，但是有谁能而且敢说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引

起学术界一百年来的争论，有人赞同，有人批评，

至今这句话仍然可以说很超前。

王国维先生谈殷周变革，主要靠的是商代晚期

的甲骨文，《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

对比的另一方主要是以文献记载的商周史实。譬如

《史记》记载的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卜辞所见世系基

本一致，都说明“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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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得住脚。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王国维的这几篇

文章是“对于卜辞作综合比较的研究之始”[3]。为此

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的

文物与传世的古文献相比较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

文化，至今此方法我们一直在用，可以说对一百年

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殷周制度论》，倾向赞成的学者很多 [4]。

其中沈长云先生的观点可谓代表。他在《论殷周之际

的社会变革——为王国维诞辰 120 周年及逝世 70 周

年而作》一文中，对王国维和《殷周制度论》有过

客观的评价，指出：“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

会历史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诸

项变革中，当数周人实行的封建制（或曰分封制）

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剧烈。第二，嫡长子继

承制及宗法制确立以后，“家天下”的国家制度才

进一步完善。第三，周人实行德治与礼治，否定了

殷代神权政治。沈先生认为王国维说的商周之际变

化剧烈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变化剧烈不同，主要体现

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所以王国维所言“包含有其真

理性的一面”[5]。

当然批评王国维先生和《殷周制度论》的人也

不少 [6]。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

指出王国维的说法：“实言之过甚，殷末与西周并看

不出有若何剧变。例如青铜器便完全无法辨别。”[7]

后来他又说：“《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

这样过高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

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

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

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了。”[8] 郭沫若先生的批

评也有道理，他说出了王国维先生的两点局限性，一

是王氏所据的史料太少，商代的史料虽然有新发现

的甲骨文，但不多；二是能相互比较的东西更少，

商代还有甲骨文，周代没有，还有青铜器就完全无

法辨别。但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失误吗？说到底主要

还是时代的局限。在那个资料极度匮乏的时候要得

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个结论，谁看了恐怕都有“言

之过甚”的感觉。

近年来成祖明、赵亚婷撰文《重新检视王国维的

“殷周制度论”——走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认为随着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而传世的

文献资料不会有多大变化，加之一些文献资料的记

载也真伪难辨，形成一种两者互不对称的局面 [9]。该

文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既然材料不对称，怎么去

作商周文化的比较研究？该文的应对办法是：走出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走出“二重证据

法”的意思是要贬低传世文献的重要性，我们则难

以苟同。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我们对传世文献的

熟知程度远不如我们的前辈学者，重视考古资料而

轻视传世文献的现象时有所见，造成的判断失误已

不容小觑。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曾国就是传世文献记

载的随国，根据是什么？还不是文献资料记载提供

给了我们线索吗。不是文献资料的作用变小了，而

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对于质疑甚至要抛弃“二

重证据法”的学者 [10]，请读读苏辉先生的近作《史

学阐述的回望》[11]。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用新的思

维和方法来推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而不是

简单地走出“二重证据法”。

二、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迈入新阶段

一百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达，考

古发掘工作的蓬勃展开，上述两点局限正在发生质

的变化，一是新材料越来越多，二是材料之间的可

比性越来越强。这是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迈入新阶段

的显著标志。

（一）新材料非常丰富

突出表现之一是一百年来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有铭文的青铜器不少于 21684 件。吴镇烽先生的《商

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了 16703 件，《续编》

收了 1509 件，《三编》收了 1772 件 [12]。他现在正

在编《四编》，今年可望出版，听说大概有 1700 多

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成书于 1938 年的《三代吉

金文存》有 4831 件，还不到《铭图》的四分之一。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能看到的有铭青

铜器则更少。我们现在做研究，条件好得多，理应

比他更出彩。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资料多，研究时间长，成

果也颇丰硕。譬如 20 年前，宋镇豪先生写作出版了

《夏商社会生活史》[13]，他做得真是很全面，涉及到

婚姻、人口、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数、医

疗、宗教、文字等领域，非常多。有这么多商代的

材料，再拿去与西周作比较，自然会有大收获。后

来刘源先生写了《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14]，

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来做比较，认为周王朝在建立之

初，在政体、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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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殷商旧制。这些看法，很值得我们思考。

（二）材料间可比性强

谈到比较，窃以为不仅仅是传世文献资料与考

古发掘资料的对比研究，在前者没有大的变化而后

者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同时应该关注出土材料之间

的相互比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妨举几个例

子。

1. 商、周文化核心地区墓葬的对比

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王裕口村的 103 号墓（图

一，1），二层台上面殉葬有人，下面还有一个腰坑，

腰坑有殉犬。这个墓并不大，只有 6 平方米，却殉葬

了 9 个人，有男的有女的，其中有 3 个 8 至 11 岁的

小孩。此墓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 [15]。西周早期陕西

扶风庄李 M9（图一，2）[16]，虽然墓葬轮廓与商人差

不多，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但是周人的墓葬

没有腰坑，也没有殉人。再往前看先周文化时期的

墓葬，也没有腰坑和殉人。上世纪 50 年代初，郭宝

钧、林寿晋就在发掘洛阳东郊西周墓时，将腰坑、殉

人殉犬作为殷墓的特征，之后这一观点基本为学术

界接受 [17]。腰坑的作用，如石璋如先生所言：“殷

人迷信最深，凡事求卜，到处防鬼，陵墓下面是人

和狗护卫着，宫殿下面也是人和狗护卫着。”[18]

2. 西周时期的燕国墓地包括两个不同的文化墓

区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Ⅰ区，为殷遗民的墓地，

32 座墓葬的葬坑上部和腰坑中都有殉犬，有 7 座墓

葬还有殉人，殉犬，陶器以鬲、簋、罐为主。这些

现象都与商代晚期的殷人墓埋葬习俗相同。Ⅱ区是

燕侯家族的墓地，没有腰坑，只在 M202 南墓道东壁

上发现一个殉葬人头，在 M254 和 M264 两座墓发现

殉犬现象，陶器以鬲、罐为主。与Ⅰ区墓葬在埋葬

习俗和陶器组合方面有明显差别 [19]。同一座墓地，

两文化不同的家族，在是否使用腰坑和人殉方面对

比鲜明。

从世界范围来说，很多国家都有人殉现象，从

原始社会晚期就开始有了。在埃及，人殉出现的时

间不晚于第一王朝（公元前 3100 年左右）。考古发

现的重要人殉墓是阿卑多斯王陵，它有五百座殉葬

墓，第五王登王陵的周围殉葬有 136 人。在中国也是

如此，人殉现象出现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到龙

山文化阶段，公元前 3000 至 2000 年左右。商代早期

和中期都有人殉现象，至商代晚期达到了顶峰。譬

如在王陵区，侯家庄西北岗 1001 号墓殉葬 90 人，出

土司母戊方鼎的 260 号墓殉葬 18 人。因为被盗，实

际人数要多 [20]。西周以后人殉作为一种制度就消失

了。尽管人殉现象在历代王朝都有，时隐时现，但

不再成为气候 [21]。是谁将这野蛮愚蠢的人殉制度埋

葬了？是周人。如果不是周人革故鼎新，不知还将

有多少惨景重演。

3. 商人甲骨与周人甲骨的对比

图二，1 是周原出土的龟甲，图二，2 是殷墟出

土的兽骨，但是它们的钻凿形态不一样。前者的钻

是圆底，后者的钻是方底，近乎四四方方的。字也

不一样，周原甲骨的字小，近似现代的微雕，很难

辨识，而殷墟龟甲的字就大一些。西周穆王修典以

后，周原的甲骨也消失了 [22]。甲骨对于理解商代社

会太重要了，商王室的很多活动，不仅是出行和祭

祀，包括王妃生孩子，都在甲骨上有所体现。这样

1 2

图一  商、周文化核心地区墓葬对比
1. 殷墟王裕口村的 103 号墓  2. 扶风庄李 9 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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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和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器物，后来消失

了。是周人把它抛弃了，这也是重大的变化。

4. 商人与周人青铜器的对比

前面提到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曾说过商

与西周的“青铜器便完全无法辨别”。50 年后，情况

就不同了。举个例子，同样是方鼎，静方鼎（图三，

1）为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日本学者认为是商代晚

期的器物 [23]。中国学者将其定为西周成王或昭王时

器。乍一看确实有点像商代晚期的方鼎，整体厚重，

腹较深，壁很厚，足也很粗。同样是方鼎，湖北随州

叶家山曾国墓地出的曾侯谏方鼎（图三，2），与静

方鼎相反，整体比较轻薄，腹较浅，足也比较细，

但是这 2 件方鼎基本上就是

一个时代的器物，属西周早

期的昭王时期。为什么看起

来不同时代的器物却是同一

时代的器物？原因在于静方

鼎的主人是殷遗民，殷遗民

的青铜器更多的传承了它祖

先的风格，所作器物更多地

像商代末年的模样 [24]。面对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如果我

们不将殷遗民的青铜器与周

人的青铜器区分开，就会误

认为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很

相似，从而得出周承殷制的

结论；如果我们将两者分清，就会看出实

际上周人的青铜器与殷遗民的青铜器有

很大差别，商周文化的不同可见一斑。

总之，腰坑和殉人、殉犬是商文化的

丧葬特点，周人没有承袭；甲骨和方鼎也

是商文化的特征，周人虽然承袭，但很快

又扬弃了。如果王国维先生知道商周文化

有如此巨大的不同，他恐怕也会辩解：我

并非言过其实！

三、一百年来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存在的问题

一百年来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虽然取

得了重大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大

概有两个主要问题。

1. 没有找到更便捷的判别族属的标

准，来区分商周文化的异同，也因此不清楚商周之际 

究竟是变化大还是变化不大，导致研究成效大减。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拿殷墟墓葬和甲骨与周原

墓葬和甲骨作比较，拿琉璃河燕国墓地的Ⅰ区和Ⅱ

区作比较，拿静方鼎与曾侯谏方鼎作比较，看出周文

化与商文化的不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

各自的属性。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考古发现的大

量商周墓葬和遗物，大部分没有明显的族属特征，

其主人是周人还是殷遗民，我们是不清楚的。

当 1952 年郭宝钧、林寿晋先生将腰坑、殉人殉

犬作为殷墓的特征的时候，胡谦盈先生就写了《关于

殷人墓的商榷》一文，表达了不同意见。他的理由

21

图二  商、周甲骨对比
1. 周原甲骨  2. 殷墟甲骨

21

图三  殷遗民与姬周贵族青铜器对比
1. 静方鼎  2. 曾侯谏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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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先商墓并非都有腰坑，其次，周代的墓葬也有

腰坑和殉犬的。并举 1955 年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长安

客省庄发现墓葬也有腰坑和殉犬为例 [25]。可以说，从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考古界就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

派。赞成者有郭仁、张学海、韩巍、张明东等先生 [26]，

反对者有胡谦盈、黄展岳等先生 [27]。关于长安客省庄

西周墓葬也有腰坑和殉人殉犬的情况，根据张礼艳

博士论文的统计和研究，沣西 A 区（张家坡村西）

主体当为周人墓葬，C 区（张家坡村东）主要是殷遗

民墓葬，A 区 393 座墓中，仅有 43 座墓葬有腰坑，

占比 11%，有 17 座腰坑内殉犬，占比 4%；C 区 300 

座墓葬中，有 116 座墓葬有腰坑，占比 39%，有 39 

座腰坑内有殉犬，占比 13%；35 座殉人墓葬中，C 区

有 24 座，占比 69%，A 区只有 2 座墓葬有殉人，形

成鲜明对比。从发展态势来看，西安丰镐地区有腰坑

的墓葬，第一期（武王 - 康王早期）31 座，第二期

（康王晚期 - 昭王）33 座，第三期（穆王）15 座，

第四期（恭懿孝夷）9 座，第五期（厉王）6 座，第

六期（宣幽）8 座，呈逐渐消减趋向 [28]。沣西是西周

王朝都城所在地，周人与殷遗民毗邻而居，相互影

响，但最终还是以腰坑和殉人殉犬的消亡而告终，

此例极具代表性。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周人墓葬

原本不用腰坑和殉人殉犬，使用是因为受了殷遗民

的影响，但毕竟数量很少。第二，从早期到晚期，

由于周人的抵制，不仅周人墓葬使用腰坑和殉人殉

犬的数量在减少，殷遗民墓葬使用腰坑和殉人殉犬

的数量也在减少，直接导致腰坑和殉人殉犬现象的

消失 [29]。

可以说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因为欠缺辨认西

周时期周人或殷遗民的墓葬的标准，也没有充分认

识到文化因素的传播与影响力，将个别或少数有腰

坑和殉人殉犬的周人墓葬认为是周人的葬俗，与殷

遗民的葬俗相混淆，得出周文化与商文化相差不大

的结论。

2. 尚未充分使用新材料，在商周文化的比较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

如前所言，有铭文的青铜器有 21684 件，其中日

名族徽铜器大约占近一半，在 10000 件左右，其中大

部分是只有日名族徽字样的铜器。在商代有铭文的

青铜器里，日名铜器占三分之二以上。“所谓‘族徽

文字’和‘日名’，在金文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更

是商代金文研究的关键问题。”（李学勤先生语）[30] 

数量庞大的日名族徽铜器就是一座宝库。话是这么

说，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祖甲”“父乙”之类

的日名还好认，族徽就麻烦了。很多族徽我们不认

识，甚至还无法隶定，更遑论它们有什么含义。即

便是认识的字，譬如“牛”“木羊”等，是什么意

思，我们还是不懂（图四）。看起来材料有很多，

就是没法利用 [31]。

一百年来甲骨学从无到有，如今很发达，很多

人都在做，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还有简帛学也是如

此，战国文字更是用了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为古文

字的四大分支之一。唯独金文做了一千年，还没有

形成金文学 [32]。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宋代以来，

我们所谓金石学就包括金文，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反

而掩盖了金文的作用和价值，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商

周史研究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解析族群的分布、迁徙，

以及与周王朝的关系上，如何景成先生的《商周青

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等书 [33]。还有研究商周家族形

态，譬如朱凤瀚先生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其

中关于商人与周人家族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大量利

用了日名与族徽铜器资料，是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的

重要成果 [34]。

总而言之，面对丰富的材料，我们的研究力度

不够。

四、判断族属需要新思路、新方法

——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提出

要对商周文化作比较，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是

商文化，什么是周文化。西周文化的群体主要有三

个，周人、殷遗民，还有土著，但主要是周人和殷遗

民。西周的文化主要由周人和殷遗民来体现，前者

代表从先周到西周的周系文化，后者体现从晚商到

西周的以殷遗民为代表的商系文化。换言之，如果

我们找到区分周系文化和商系文化的理论与方法，

就能基本上明白商周文化的异同之处，再来看商周

图四  族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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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是否发生了剧烈变化就有实实在在

的依据了。

怎么将周系文化与商系文化区分开

来？早在 1953 年，王承祒先生就在《中

国古代社会史试论》指出：西周铜器上的

族徽文字就是氏族名，“此等氏族大都在

殷代已经存在并且是殷王之臣属。所以，

在周代，属于此等氏族的人，当然便都是

‘殷遗民’。”[35] 随后，王献唐先生也表

述过相类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件确知为

周族祭器，上作祖甲、父乙等名号的，也

没有一件确知为周族祭器或用器而上作

族徽的。”[36]

继承前贤的成就，我在 1993 年发表了《周人不用

日名说》[37]，在 1995 年发表了《周人不用族徽说》[38]。

我的工作就是明确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

并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39]。陈絜教授认为自

汉代以来便已形成的“周人不用日名说”之观念，

“几乎就是学界的一个定律，是现代研究者区分器物

族属甚至于考古文化类型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40]。

我当然很赞同陈教授的说法。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 [41]，

这里我再就主要问题强调说明一下。

1. 个别周人使用日名、族徽的时间点值得关注

虽然像召公一支也使用日名，但仔细分析，第

一代召公没有用日名和族徽，第二代是作为燕国国

君的燕侯克也没有用日名和族徽，只是到第三代燕

侯旨才使用了日名和族徽（图五），之后日名和族

徽在召公一支的青铜器上消失了，可见使用时间很

短。那时已是康、昭时期了，说明西周初年召氏并

不使用日名，使用日名不是召氏的本性，只是受殷

遗民影响的偶发事件。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 M111 出

土了曾侯作父乙大方鼎（图六），墓葬年代在昭王时

期 [42]，则曾侯作父乙大方鼎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康

王晚期。曾侯用日名的情况与召氏相似，也是周初不

用，到康王时才用，明显原本就不使用日名，只是

后来受了殷遗民影响才偶然使用，而且很快就扬弃

了。在曾国青铜器伯生盉上也有将曾字置于铭文末

尾的情况，类似族徽，与太保铜器相似（图七，1、

2），但时间也很短，在康昭之际，可见这种现象的

偶然性 [43]。如果是周承殷制，为什么周初开始不用？

2. 对于应公鼎做一点补充说明

1989 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8 号墓出土应公鼎

（图八），铭曰：“应公作尊彝，簟武帝日丁，子

子孙孙永宝。”[44] 近年吴晓川撰文《应公鼎铭“武

帝日丁”新识》，对应公鼎铭文重新断句，并作了解

释。铭曰：“应公作尊彝，簟武、帝（嫡）日丁，子

子孙孙永宝。”意思是应公作器祭祀武王和自己的

父考，尚不足以支持“周王使用日名”的观点 [45]。

3. 我们承认有例外，不委曲求全

召氏和曾侯使用日名只是例外，如同前述沣西

A 区周人使用腰坑、殉人和殉犬一样。我曾经说过

图六  曾侯作父乙大方鼎图五  燕侯旨鼎铭文

21

图七  曾国和太保铜器铭文中的族徽
1. 太保鼎铭文  2. 伯生盉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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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不用日名说’作为历史学科的命题或论断，

不同于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命题或论

断，人文现象较自然现象复杂得多。我们可以用精

确的数字、量化的方法来区分自然界各类物质，但

是无法将不同的历史或考古现象截然区分开来。”[46]

雷兴山等学者也表述了相同的看法：“不能因为存

在个别例外，而完全否定族属标准的成立。各项族

属判断标准中确实存在反例，但极为少见。”“偶

然的例外，更显示出规律性的存在，所以不能用偶

然现象来否定一般规律。当然，反例应引起研究者

的高度重视，对特殊情况进行分析论证。”[47]

五、新思路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区分周人与殷遗民的考古遗存

对于所发掘的商周考古遗存，其主人的族属问

题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焦点。雷兴山、王洋、种建荣 

三位博士在《西周殷遗民族属判断标准简论》（以

下简称《雷文》）一文中认为“考古学文化族属判

断是三代考古不可回避的难题”，提出了判断西周

殷遗民考古遗存族属的 11 条标准：（1）使用日名；

（2）使用族徽；（3）墓葬设腰坑；（4）墓内用牲；

（5）墓内殉人；（6）车马坑中马和车的放置位置为

驾乘状；（7）墓葬随葬簋、盆（盂）、豆等器类；

（8）墓葬随葬陶器“同形”现象；（9）丁字形墓位

形态；（10）“居葬合一”的居葬形态；（11）使用  

骨笄 [48]。

以上 11 条标准，涵盖了葬制、葬品（青铜器、

陶器、骨器）的方方面面，可谓完备。令我吃惊的

是他们把使用日名作为第一标准，排在首位，把使

用族徽作为第二标准，凸显出是否使用日名和族徽

在判断西周殷遗民考古遗存时所起的重

要作用。其他 9 条标准都是用考古学研

究的成果来衡量，唯有第一和第二两条

标准是用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来衡量，

这是30年来对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考

古学意义的最高评价。

这篇文章如果让我来写，我会将使

用日名、族徽排在第四、五位，而把墓

葬设腰坑、用牲、殉人排在前三位。当

然，《雷文》的排序自有其道理。如前

所述，自殷遗民用腰坑、殉人说提出之

后，反对和不支持的人不少，同样，自

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提出之后，反对和不支持的人

也很多。因为两 者性质相同，可以互为佐证。从具

体数据来分析，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可信度似乎

不亚于殷遗民用腰坑和殉人殉犬的可信度。首先是

数量，周人用日名族徽的铜器总共也不过十几件，

比起几百件（可能有四百件）不用日名族徽的周人

铜器来说，毕 竟是极少数了。但是，从前面所举沣

西 A 区周人墓葬使用腰坑和殉人殉犬的数量来看，

虽然比殷遗民少得多，占比还是超过了 10%；其次

是时间，周人用日名族徽的铜器的时间短，西周中期

穆王以后就消失了，而周人墓葬使用腰坑和殉人殉

犬的时间延迟到了西周晚期；再次是阶层，铸有日

名族徽的周人青铜器，其主人的身份地位比较高，

如召公、曾侯，都是中等以上的贵族，而有腰坑、

殉人殉犬的墓葬主人的身份复杂，有的高至于王朝

卿士，如沣西墓地的第一等级的井叔，也有第二等

级的大夫，还有第三、四等级的士，甚至有第五等

级的平民，这也造成有腰坑的墓葬数量多；最后，

铸有日名族徽的周人青铜器，大多出土在王畿之外

千里远的应国、燕国、曾国，而有腰坑、殉人殉犬

的很多墓葬就在王畿，而且是中心地带，不难想象

它们对周文化的影响有多大。曾经在较长的一段时

间里，包括我之内的很多人更愿意相信殷遗民用腰

坑和殉人殉犬，而不是周人不用日名与族徽说。从

以上四点分析来看，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可信度

似乎要高一点。11 条标准的提出，标志着考古界在

识别殷遗民墓葬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这对于今后

发现和鉴别更多的殷遗民墓葬和周人墓葬，为商周

文化比较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产生长远的影响。

实践证明，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在判断西周时

图八  应公鼎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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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周人墓葬或殷遗民墓葬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重大的考古发现，譬如陕西宝鸡石鼓山墓地、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族属研究，都使用了周人不

用日名族徽说的理念。

2012 年 3 至 6 月，陕西宝鸡市

考古队在石鼓山先后发掘 M1、M2、

M3，出土 39 件青铜礼器。铜器上有

“鸟、户、万”等族徽，还有“父

甲、父乙、父丁、父癸”等日名（图

九）。宝鸡市考古队引用我们的观

点，认为“凡涉及族徽与日名的器

物，都是非姬姓周人的”，将它们暂

时排除出去，以免影响判断。而后又

根据墓葬无腰坑，又出土高领袋足

鬲，认为墓主人是姜戎。这不失为一

种有价值的看法 [49]。

2012 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

地发现之后，族属的判断则更为复

杂。首先墓葬是东西向，与周人墓葬

南北向不同，其次是一号墓有腰坑和

殉人，这是殷遗民墓的特征，还有墓

地出土了很多日名和族徽铜器（图一〇），当时不少

学者依据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的观点，认为曾国不

是姬姓，作为墓地主人的曾侯是殷商的后裔。李学

勤先生一直认为曾国是姬姓，曾、随为一国，发掘

队的负责人黄凤春先生也认为曾国为姬姓 [50]。一直

到 2019 年随州枣树林曾侯宝与随仲芈加夫妇墓的发

掘，终于尘埃落定，有了结论：曾国是姬姓，曾、

随为一国。

是周人不用日名族徽说错了吗？不是。周人不

用日名族徽说没错，但实际情况确实很复杂。《逸周

书·世俘》记载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

八万。《尚书》原本也有一篇〈分器〉记载此事，可

惜已遗失，仅存〈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

侯，班宗彝，作〈分器〉。”[51]《史记·殷本纪》也

提到：“武王既胜殷，封诸侯，班宗彝，作〈分殷

之器物〉。”[52] 这些文字说明武王克商后，将掳获

商人的大量玉器、青铜器分赏给有功将士。如果此

一记载属实，我们应该可以在西周早期墓葬中看到

分器现象的结果，在这些墓葬中发现大量的晚商铜

器与玉器，而且铜器上面往往有族徽与日名。反观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和宝鸡石鼓山墓地出土的一些

有族徽与日名铜器，有晚商风格，这就是“分器”

现象的典型例子 [53]。另外，由于婚姻和赗赙制度，

也会将一些族徽与日名铜器纳入墓中。

图一〇  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铜器上的族徽

图九  石鼓山墓地出土铜器上的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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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家山墓地刚开始发掘的时候，2013 年 7 月

5 日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研讨会”上，

我已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限于时间，没有展开

来谈。后来在《如何利用族徽铜器识别西周早期墓地

的族属》[54] 一文中，我做了补充意见：如果墓葬出

土的青铜器上有数量较多的族徽文字，而且这些族

徽相同，或者虽然族徽不同，但其中有一种族徽占

有相对优势（超过三分之一），那么基本上可以推

定这个墓葬或墓地的主人是殷遗民。反之，族徽很

多很杂乱，如果没有一种族徽占有相对优势（超过

三分之一），基本上可以推定这个墓葬群或墓地的

主人不是殷遗民。宝鸡石鼓山和随州叶家山墓地均

属于后一种情况。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族徽青铜器虽

然多，但很杂乱，没有一种族徽占有相对优势，超

过三分之一，所以不可能是殷遗民的墓地。这说明

理论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得到升华，

才能发挥作用。

（二）有利于区分周人与殷遗民的青铜器

前面提到郭沫若先生认为“殷末与西周并看不

出有若何剧变”，原因之一是“青铜器便完全无法辨

别”。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逐渐区分了什

么是商末的青铜器，什么是西周的青铜器，但是面对

一大批西周的青铜器，因为不清楚哪些是周人的青

铜器，哪些是殷遗民的青铜器，把这两类不同文化

造就的青铜器混淆在一起，再拿它们去与商末的青

铜器比较，就觉得周承殷制，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当我们用“周人不用日名说”和“周人不用族

徽说”来重新审视西周青铜器时，就发现当时存在

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即周系统与商系统青

铜器，前者以姬姓周人的青铜器为主，后者以殷遗

民的青铜器为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系说”。

商系统的基本特点：第一，青铜器上更多地积

淀着旧有的殷商文化因素，尤其在西周初年，这一点

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周初与商末铜器不易区分的

主要原因。第二，殷遗民在接受周文化的时候，总不

免进两步退一步，所以商系统铜器的变化有时要比

周系统铜器的变化慢，表现在形制或纹饰或铭文上

保留更多的晚商因素。第三，保守旧制是商系统的

基本特点，是一种“文化错位”现象，但不是“文

化滞后”，因为商系统的铜器往往做得更精致。

周系统的基本特点：第一，西周初年，周人向

商人学习，青铜器铸造技术以模仿为主，这也是导

致周初与商末青铜器难以区分的重要原因。第二，

西周早期偏晚，周系统开始渐渐具有自身风格，中

期以后，商系统向周系统靠拢，两大系统风格渐趋

一致。第三，创新是周系统的基本格调。创新开始

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周系统自成体系 [55]。

近年来，李宏飞博士在《试论殷遗系铜器群》

一文中指出殷遗系铜器群三个特点：第一，有特定

器型：如小鸟乳丁勾连雷纹方鼎、大兽面夔凤纹方

鼎、满花兽面纹爵、折线纹觚、仿陶圈足尊、大四

瓣目纹类器等。第二，有组合核心： 墓葬随葬青铜

礼器以觚爵为组合核心，觚爵的套数与墓主人的身

份等级相对应。第三，殷遗系铜器群中有铅礼器，

但铅礼器群未见于周系铜器 [56]。这无疑有助于完善

“两系说”。

下面我们以夨令方彝为例来说明。

1929 年洛阳马坡出土夨令方彝、令尊等一批重

要青铜器，关于其年代，学术界爆发了一场意义深

远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

郭沫若和唐兰，双方观点截然不同。郭沫若先生撰写

了《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等文章，

认为令方彝铭文里的康宫不是康王的庙，力主夨令

方彝作于成王时代 [57]。唐兰先生也先后发表《作册

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等多篇文章认为“康宫”

是康王之庙说，出现“康宫”名称的夨令方彝的年

代一定在康王之后 [58]。这就是著名的青铜器断代标

准——“康宫”原则。

经统计，西周铭文中有康宫、康宫某宫、康宫某

大室、康大室、康庙、康寝的青铜器共 102 件，其中

100 件青铜器的年代都不存在争议，引发争议的只有

夨令方彝、令方尊这 2 件。所以确定这 2 件器的归属

很重要，关系到“康宫原则”能否最终确立 [59]。而

康宫原则的适用与否，不仅涉及一大批西周铜器的

年代问题，还涉及对两系青铜器的看法，进而影响

对商周文化异同的认识，所以夨令方彝的年代是双

方争论的核心问题。

随着 1976 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折方彝出现

和 2019 年义方彝的出现，夨令方彝为昭王时器已基

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60]。这个过程就不详细说了，要

探讨的是长期以来为什么意见分歧严重。一个主要

的原因是缘于夨令方彝的复杂性（图一一）。此器装

饰风格有浓郁的晚商韵味，三层满花，极其华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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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兽面纹、龙纹又十分传统。更重要的是铭文、字形

书体与晚商的波磔体近似，尤其是“在、十、王、

丁”等字为肥笔，“尹、事、君、父、敢、乙”等

字捺笔肥大。很容易造成错觉，以为这件器年代很

早。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夨令方彝与康王时期的

标准器作册大方鼎作了比较。夨令方彝铭文虽然还

有一定程度的波磔体意味，有些字捺笔肥大，但字

与字、行与行的间距正趋向整齐，与作册大鼎的铭

文相比，显然弱化了许多（图一二）。首先，行与

行的间距明显大于字与字的间距，可见行距正趋向

整齐。其次，文字虽然有大有小，但悬殊程度小于

作册大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也比较一致。再次，

有肥笔的字的比率下降，作为铭文最长的方彝，187

字中只有“在、丁、十、父、乙、君、王”等少数

几个字有肥笔，而且王字的肥笔程度明显弱于作册

大鼎。总而言之，作册大鼎铭文更多继承了晚商以

来波磔体铭文的特点，而夨令方

彝铭文正处于殷商波磔体铭文

向西周玉箸体铭文的过渡时期，

孰早孰晚应该是清楚的 [61]。

从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夨令方

彝与商末的方彝很近，西周早期

的青铜器竟然和商末青铜器没

有多大差别，自然会产生出一种

错觉：西周早期青铜器承袭商代

晚期青铜器的风格，商周之际的

青铜器变化不大。通过对很多类

似于夨令方彝的殷遗民的青铜

器分析后，就明白了一个事实：

承袭商末青铜器的风格并与商

末青铜器相似的是殷遗民的青

铜器。要了解商周青铜器的差

异，更多地要找姬姓周人的青铜

器与之对比，才能看出商周文化

的不同。“两系说”的成立，有

利于区分哪些是殷遗民的青铜

器，哪些是周人的青铜器，鉴于

青铜器在商周社会和政治制度

上的重要性，其对于认识商周文

化的异同有很大的作用。用“两

系说”还可以区分陶器等其他器

物的族属，拓展视野，进一步明白商周文化的异同 [62]。

（三）有利于审视殷周之际的变革

从周人和殷遗民的考古遗存（墓葬、窖藏）研

究到周人和殷遗民族群的研究，这是考古学结合历

史学的研究，说明“二重证据法”并不过时，由此

产生的殷周制度异同的讨论，有利于审视殷周之际

的变革。

我曾经利用“两系说”发现周昭王南征所用将

领多为殷遗民，“以夷制夷”，善于起用这些俊才，

如作册折、中、静、过伯等，或作开路先锋，或长

期在南国驻军，而且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昭王

南征打通了中原与南方往来的通道，对于扩大和巩

固周人的南部疆域起了重要作用 [63]。也有学者作过

这方面的研究 [64]。

近年来关于殷遗民这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少，如

图一一  夨令方彝及铭文

图一二  作册大鼎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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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柳、刘逸鑫、徐熠、王一凡的《历史学与考古学

的融合：百年来“殷遗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65]，

刘逸鑫的《出土日名青铜器所见周初殷遗政策》[66]，

李春利的《西周时期殷遗民采邑试析》[67]，范学谦的

《西周殷遗民分布、影响以及同化问题研究》[68]，曾

一苇的《殷遗民政治进路考述》[69]，我就不再赘言。

当我们面对一件件日名、族徽铜器的时候，我

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件件互不关联或者关联很少的

器物，如何将一件父己鼎和一件羊爵和传世文献相

联系，恐怕很难。同样，当我们面对出土有日名、

族徽铜器的墓葬时，如果分不清它们是周人的墓葬

还是殷遗民的墓葬，我们也很难将它们和传世文献

相联系。而一旦以周人不用日名和族徽说来鉴别，

马上将它们分成可以比对的两部分：周人和殷遗民

的器物，这就是所谓的透物见人。如果想要研究它

们，就很自然地与传世文献结合，即考古学和历史学

相结合，使用“二重证据法”，也只有这样做，诸

多问题才有望解决。这就是周人不用日名和族徽说

的历史学意义，也是近几年关于殷遗民的研究文章

很多的原因之一。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很自然地将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走出“二重证据法”，而是要紧

密地拥抱“二重证据法”。

六、总 结

综上所述，在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我们

将殷遗民的资料与周人的资料做了比较，认识到周

文化与商文化的差异，以下五方面表现突出。

（一）日名制度的差异

前面说了“周人不用日名说”是我们研究商周

文化异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周人不用日名”

也是商周文化的标志性差异之一。

有商一代从上甲微到商纣王帝辛，均以十干为

其庙号，一般贵族也以十干为其祭名。商代甲骨文

中，日名比比皆是，商代铭文铜器的三分之二以上

是日名铜器。日名作为一种命名制度在商代广泛应

用 [70]。商人用日名，表现出“尚质”的原始风貌，

而周人不用日名用美称，如文、武、成、康、昭，

体现了“尚文的风范”，更符合社会进步的需要和

历史发展的趋势，故而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族徽制度的差异

前面说了“周人不用族徽”是我们研究商周文

化异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周人不用族徽”

也是商周文化的标志性差异之一。如果说“周人不

用日名”多少引起争议的话，“周人不用族徽说”

比较容易被接受。前文论及族徽铜器几乎占到铭文

铜器的一半，具体到商代，则超过三分之二。这些

铜器上的族徽是相当多的商代的部族的标识，这些

标识从部族的产生到衰亡，使用了可能几十年甚至

几百年。族徽制度在商代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和

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人弃而不用，不能不说

是一种剧烈的变化。

（三）祭祀制度的差异

周祭制度是商代最重要的一种祭祀制度。周祭

是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日）、祭、 、 （日）、
彡（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的

祭祀，最有系统也最复杂，对商代的政治和贵族的

生活影响极大 [71]。如果没有殷墟卜辞，我们还真不

知道上古时期有这样一种祭祀制度。殷人用周祭制

度，而周人不用，可见变化之大。周祭制度与上述

的日名制度关系密切，没有周祭制度，日名制度存

在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

（四）丧葬制度的差异

前面已经论述殷人用腰坑、用牲、用殉人，而

周人不用。关于殷人用腰坑而周人不用的情况，可

参见郜向平的《商系墓葬研究》[72] 和张明东的《商

周墓葬比较研究》[73]。

（五）继承制度的差异

我做过统计，商周共有 29 件为兄作祭器，商代

晚期很多，有 17 件，西周有 12 件，而且这 12 件里

未见有周人为兄作祭器者 [74]。商代晚期，诸兄在祭

祀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诸兄也可以成为受祭者，

“兄终弟及”制的推行便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诸兄

在西周祭礼中已渐渐退出，“兄终弟及”制已失去它

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殷遗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旧

有习俗，所以西周早期仍有不少为诸兄所作铜器。但

是，以周王为首的姬周贵族抵制这一点，所以总数上

一直在减少。到了穆王时，新制度全面推行，殷遗

民也逐渐放弃旧制，以至于为诸兄所作器遽减 [75]。

总之，商周文化制度的差异还有很多，以上说

的只是自己研究有所心得的几点。

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经过相当漫

长的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到夏商而勃兴，至西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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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扬光大，史云文王受命，武王伐商，周公

制礼作乐，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世。古人说周人尚

文，孔子曾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

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76] 李先

生的用词非常精准，他说夏商是勃兴，只是蓬勃兴

起，刚刚开始制度文化的建设，并没有到达多高的境

地，西周才是发扬光大的时期，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

世，显然与夏商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周在孔子心目中

地位很高。如果西周承袭了商代，变化不大的话，

那么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应该是商周，而不仅

仅是西周。既然是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那么以后秦汉之际、唐宋之际、明清

之际变革的程度恐怕都不会像商周之际那样剧烈，

否则岂不是破坏了西周奠定的基础？仔细品味，李

先生纵观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和王国

维先生纵观历代王朝变迁得出的结论有相似性，即

商周之际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是李先生说得

更完善，得到学界的认同，没有引发争议。随着越

来越多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的研究水平在不断

提高，有必要重新审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继续采用“二重证据法”，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

紧密结合，为学术研究的创新而努力。

附记：2024 年 9 月 9 日作者应邀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鼎堂讲坛（第 14 讲）演讲，本文

是在演讲稿的基础上增删而成。演讲稿得到王帅博

士和韩江文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乙巳年谷雨后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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